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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与翻译论战 

丁新华 

(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，湖南长沙，410083) 

摘要：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特性，人们对其认识尚且不足，致使这一领域成为一块是非之地。 “五四”期间，我 

国文人间翻译论战颇为频繁，其激烈之程度可谓空前。首先，围绕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同仁与胡适、茅盾及鲁迅等 

文人的几次翻译论战，分析了论战的缘由以及论战对我国译坛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，然后对几次翻译“论战” 

作出了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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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四”时期，我国前辈译家认识到了翻译的重 

要价值和社会功能，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译介过来。 

由于我国当时没有专职翻译队伍，一代文人便自觉地 

担负起了翻译的重任，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。由于译 

家们所选作品的题材与体裁不一，其翻译方法与手段 

也就因人而异。译家不同的文学主张影响其翻译理论 

和主张，加上翻译活动本身的复杂特性，翻译争鸣不 

可避免。但由于宗派情绪的对立，有的借翻译批评之 

名，实行各派别间的相互攻击和漫骂。这使得当时中 

国文坛笼罩在一片“唇枪舌战”的烟雾之中。论战过 

去多年，我们应对其有个公正的评价。本文主要论述 

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胡适、鲁迅和茅盾等文人的 

几次翻译论战，以澄清一些翻译史实。 

一、与胡适派文人的论战 

“五四”时期，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，高举浪 

漫主义旗帜登上中国现代文坛，为新文学开创了内部 

论争的新局面。创造社同仁一上阵就又是跟当时鼎鼎 

有名的胡适博士论辩，又是跟声势浩大的文学研究会 

对垒，其胆识令人钦佩。但他们考虑问题尚欠全面， 

故在新文学内部造成了“自相残杀”的局面。由此看 

来，翻译论争的消极影响不可否认。但通过论战，阻 

止了“滥译”的蔓延，促进了翻译质量的提高。因而 

翻译“论战”的积极意义也不可抹杀。 

造成“论战”的主要原因是创造社成员片面地认 

为“五四”以来，我国封建文学早被打垮，鸳鸯蝴蝶 

派也未剩多大市场。主要矛盾是新文学内部，故他们 

对准新文学内部主攻。目的主要是反对翻译和创作上 

的粗制滥造和浅薄无聊。 

引起创造社与胡适派文人论战的导火索是郁达夫 
1922 年 8 月 25 日发表在《创造》季刊上的一篇译评 

文章，即《夕阳楼日记》。该文对余家菊译的德国威铿 

著《人生之意义与价值》一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。郁 

达夫认为余家菊的译文是英文转译（原本的德文已被 

淘汰），所以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改动，这对中国读者 

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。郁达夫还指出了余 

家菊译文中的多处错误，并试图对部分句子重译。这 

篇译评“在 20 世纪 20 年代初期中国文坛激起轩然大 

波” [1](48) 。郁达夫在文中愤慨道： “我们中国的新闻杂 

志界的人物，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，身体虽然 

肥胖得很，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。有几个人将外 

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，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， 

便算博学了。有几个人，跟了外国的新人物，跑来跑 

去的跑几次，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，糊糊涂 

涂的翻译翻译，便算新思想家了。 ” [2](273−274) 

余家菊当时身处国外，虽转译了德国作家威铿的 

作品，但未发表力作，算不得“中国杂志界的人物” ， 

更不可能名声大得像“蛆虫一样肥胖得很” 。 而胡适时 

任北大教务长，主办《努力周报》又使他跻身于新闻 

杂志界，是当时我国学界的中心人物。很明显郁达夫 

表面上批评余家菊，而矛头直指当时学界的风云人物 

胡适。针对郁达夫骂人式的“译评” ，胡适也于同年 9 

收稿日期：2010−10−14；修回日期：2012−06−11 
作者简介：丁新华(1964−)，男，湖南攸县人，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：翻译理论与实践.



中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  2012 年第 18 卷第 4 期 228 

月 17日《努力周报》第 20 期上发表了《骂人》回应 

郁达夫，其中说到“余先生固然也不免有错误，郁先 

生的改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的” ， “译书是一件难事， 

骂人是一件大事” 。 

《夕阳楼日记》及《骂人》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 

响。一场由翻译引起的“论战”从此揭开序幕， “‘架’ 

越打越大，越打牵扯的名人越多，以至于关于翻译问 

题引起的论争竟贯穿了前期创造社的整个时期” [1](49) 。 

后来郭沫若在《创造十年》中简述过此次“论战”的 

盛况： “由达夫的《夕阳楼》惹起了胡适的骂人，由胡 

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， 以后便愈扯愈远了。 

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，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《形 

而上学序论》的指责，张东荪的‘手势戏’喧传了一 

时，成仿吾的‘黑旋风’也因而名满天下。吴稚晖也 

来参加过这场官司，接着是惹出了陈西滢对于《茵梦 

湖》的指责。还有是‘诗哲’徐志摩在《努力周报》 

上骂了我的‘泪浪滔滔’ ，这起事件的因果文字，如有 

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来，尽可以成为一部《夕阳楼 

外传》 ” [3](148) 。 

作为创造社的领军人物，郭沫若很重情义。这次 

与胡适的笔战，便是这种哥们义气引起的。这起笔墨 

官司的起因是郁达夫的《夕阳楼日记》，遭到胡适《骂 

人》一文的“回敬”后，郁达夫写信给回到日本的郭 

沫若扬言要跳黄浦江。郭沫若当仁不让，便和成仿吾 

一道写文章反攻胡适。后来张东荪、吴稚晖都参加论 

战支持胡适，而陈西滢和徐志摩则借机指责郭沫若的 

译作。就翻译问题互相批评这本无可非议，可借此之 

机互相攻击实属不妥。 可见，作为创造社的领军人物， 

郭沫若为了朋友没少惹“祸” 。这也是每次论战中，郭 

沫若成了“靶心”的原因之一。 

二、与文学研究会的论战 

1922年，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就如何翻译介绍外 

国文学问题，引起了一场论争。起因是读者万良浚在 
1922年 7月 1日《小说月报》第 13卷 7号的“通信” 

栏中，提出当时可以翻译《浮士德》《神曲》和《哈姆 

雷特》等作品，并表示他不同意这样做是“不经济” 

的观点。因郑振铎曾在《文学旬刊》上发表过《盲目 

的翻译者》一文，提及翻译此类书籍有“不经济”之 

义。茅盾答复万良浚说： “翻译《浮士德》等书，在我 

看来，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；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 

理是求，而介绍给群众，则应当审度事势，分个缓 

急。 ” [4](113) 

茅盾的答复，引来了郭沫若一篇长文《论文学的 

研究与介绍》，其中郭氏就“文学的研究”与“文学的 

介绍”发表了意见，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的领军人物 

茅盾。文中说道： “这种翻译家的译品，无论在什么时 

代都是切要的，无论对于何项读者都是经济的，为什 

么说别人要翻译《神曲》《浮士德》《哈姆雷特》等书， 

便能预断其不经济不切要，并且会盲了什么目 

呢？” [4](113) 

此后，茅盾发表《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》一 

文，与郭沫若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： “郭君这段议论， 

解释主观一面的翻译动机，诚为详尽，但是我们再细 

一想，就要问翻译的动机是否还有客观的一面？换句 

话说，我们翻译一件作品除主观强烈爱好心而外，是 

否还有‘适合一般人需要’‘足救时弊’等等观念做动 

机？……对于文学的使命的解释，个人可有个人的自 

由意见，而且前人、同时代人，已有过不少的争论， 

我是倾向人生派的。 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外， 

至少还须含有永久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得劲憧 

憬 [4](114) 。 ” 

其实在宗白华、郭沫若、田汉三人的通信中，谈 

及外国作家的翻译时首先锁定的就是歌德。他们想成 

立歌德研究会，对歌德进行深入研究，甚至立志要把 

歌德的一切名著杰作译介到中国来。因此，郭沫若选 

择翻译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这并非心血来潮，也非盲目 

翻译。他认为歌德所处的“狂飙突进”的时代，与我 

国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较为相似，歌德的 

思想及其创作正好适应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要求。 

《浮士德》第一部翻译出版后，在我国青年读者 

中掀起了 “歌德热” 。 不少知识分子特别重视 “浮士德” 

和“浮士德精神” ， 主张用这种精神来改造中国和中国 

人的精神世界。由此看来，茅盾等文人当时对其翻译 

估计不足，进而说出“盲目的翻译”和“不切要的翻 

译”等不妥的说法。而郭沫若《浮士德》翻译的成功， 

证明了他翻译选材的动机和目的与茅盾等文人基本一 

致。他们都想通过翻译改造社会，推动中国新文学运 

动的发展。 

《浮士德》 是歌德倾注毕生精力，花费 60余年写 

成的一部宏篇巨著，其内容博大精深， 体裁丰富多彩， 

气韵无可比拟。郭沫若凭借其非凡的勇气和渊博的学 

识，前后花了近 30年时间，终于把《浮士德》这部巨 

著译完。尽管之后也出现很多不错的译本，如周学普、 

钱春绮和绿原等人，但作为首个翻译《浮士德》的郭 

沫若，在那特殊的年代更值得人们钦佩。 

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战的另一内容是误译问 

题。1922年 5月 1日《文学旬刊》上推荐了唐性天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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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《意门湖》，并把它和郭沫若与钱君胥合译的《茵梦 

湖》相比较，认为前者“略有不同，篇后附有斯托尔 

姆（郭译施笃姆）的传记一篇，极为详细” 。这激起了 

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仁对 《意门湖》 中误译的指责。 1922 
年 6月 24日，郭沫若在《批判〈意门湖〉译本及其他》 

一文中指出： “我们相信译诗的手腕决不是在替别人翻 

字典，决不是如像电报局生在替别人翻电文。诗的生 

命在它内容的一种音乐的精神。至于俗歌民谣，尤以 

声律为重。翻译散文诗、自由诗时自当别论，翻译歌 

谣及格律严峻之作，也只是随随便便地直译一番，这 

不是艺术家的译品， 这只是言语学家的翻译了。 ” [2](268) 

1924 年 7 月，《文学》周报登载了梁俊青对郭沫若译 

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译文的批评，郭沫若给《文学》 

周报编辑部写信指责该编辑部是“借刀杀人” 。茅盾和 

郑振铎便以编者的名义在《文学》周报第 131 期上又 

作了答复。这样的翻译“论战”反反复复持续了较长 

的一段时期，而且越来越激烈，使我国当时的文坛呈 

现出非常热闹的局面。 

三、关于“媒婆”“处女”比喻的 

多方论战 

在郭沫若的“唇枪舌战”中，最激烈的应算“媒 

婆”与“处女”之辩了。郭沫若曾把翻译比作“媒婆” ， 

而把创作比作“处女” 。这在当时译界引起了强烈的非 

议，因而遭到其他文人，特别是鲁迅和茅盾等人的讽 

刺与批评。对郭沫若的“媒婆”与“处女”一说，当 

今有学者的看法仍较偏颇，因而很有澄清的必要。有 

的人认为，郭沫若“同时又有把创作比喻为‘处女’ ， 

把翻译比喻为‘媒婆’的说法。这种比喻的意思正如 

茅盾所说的那样： ‘意谓翻译何足道，创作方可贵。 ’ 

这种尊创作鄙翻译的思想，是符合当时包括郭沫若在 

内的创造社一班人的思想实际的” [4](162) 。又有的评论 

道： “郭沫若给李石芩的信中借用了 ‘媒婆’与 ‘处女’ 

来比喻翻译与创作，将翻译视为‘附属的事业’ ，并贬 

低翻译的作用等。从这些不客观不公正的论述中，我 

们能领略到郭沫若翻译思想中的不正确一面。然而随 

着文学思想的发展转变，郭沫若纠正了过去对翻译的 

意义与目的的轻视态度，端正了对翻译工作的态度， 

重新评价了翻译的重要性。 ” [5](81) 

严格说来， “媒婆”与“处女”之争是一桩公案。 

它直接源于鲁迅的一篇小说。 1920年， 鲁迅的小说 《头 

发的故事》被刊在周作人的一篇译文之后。郭沫若看 

后便触发情感， 因此他向该杂志编辑宣泄道： “我觉得 

国内人士只注重‘媒婆’ ，而不注重‘处女’ ，只注重 

翻译，而不注重产生。……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 

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，虽身居海外，亦略能审识。 

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， 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、 

研究之上，而狂振其暴威。……总之，处女应当尊重， 

媒婆应当稍加遏抑。 ” [6](340−341) 这针对时弊而发表自己 

的看法，本无过错，再则它也未含任何个人之恩怨。 

然而在此之后，鲁迅曾多次引用郭沫若此说来讽刺其 

“崇创作，恶翻译” 。其中在 1932 年《祝中俄文字之 

交》里说： “有的人说创作是处女，翻译不过是媒婆， 

而重译尤令人讨厌” ；并说“排斥‘媒婆’的作家也重 

译着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了。 ”这里的“作家” 

自然指向当时参照英德译文重译《战争与和平》的郭 

沫若。

此外，茅盾还专门写了一篇“媒婆”与“处女” 

来讽刺郭沫若： “从前有人说创作是‘处女’ ，而翻译 

不过是‘媒婆’ ，意为翻译何足道，创作乃可贵耳！ ” 

又说： “从前率先鄙薄翻译是‘媒婆’而尊创作是‘处 

女’的是郭沫若先生。现在郭先生既已译过许多，并 

且译过辛克莱的《煤油》《石碳王》《屠场》以及托尔 

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的一部分，不知郭先生对于做 

‘媒婆’的滋味，实感如何？我们相信郭先生是忠实 

的读者，此时他亦自悔前言猛浪了吧。 ” [7](349−350) 

面对多方严厉批评，郭沫若在《我的作诗的经过》 

中对此说解释道： “李石岑编《学灯》，在有一次的双 

十增刊上登了文艺作品四篇。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 

本短篇小说，第二篇是鲁迅的《头发的故事》。……我 

很欣赏《头发的故事》，而不知道鲁迅是谁。但把《头 

发的故事》排在译文后边，使我感到不平，因而便激 

起了我说‘翻译是媒婆，创作是处女，处女应当加以 

尊重’的话。这话再经腰斩便成为‘翻译是媒婆’ 。这 

使一些翻译家和非翻译家恼恨至今， 一提起这句话来， 

就像有点咬牙切齿的痛恨。恨这句话的人好些自然知 

道是出于我， 但有大多数我相信不明白这句话的来源， 

只是人云亦云罢了。 ” [8](206) 

其实， “媒婆”之说并非始于郭沫若，这是歌德对 

翻译的看法。钱钟书在《林纾的翻译》一文中论及文 

学翻译中“媒”与“诱”的作用时，指出由其自身“不 

能避免的毛病”即“讹”而“产生了新的意义” ，即译 

文可能反而“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、读原作” 。钱先生 

说： “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；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 

下流的职业媒人——中国旧名 ‘牵马’ ，因为他们把原 

作半露半遮，使读者心痒神驰，想象它不知多少美 

丽。 ” [9](82) 歌德很不礼貌地把翻译家比喻为下流的职业 

媒人，而郭沫若的用意与歌德的不完全一样。他自己 

就是译著颇多且质量甚高的翻译家，如果他把翻译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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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作“媒婆” ，那他不也就贬低了自己所衷爱的翻译事 

业吗？因此“不能断章取义，仅仅因为信中的一句话 

就认定当时的郭沫若轻视翻译” 。 [10](48) 其实郭沫若自 

己也不承认他有轻视翻译的倾向。他辩解说： “单是说 

翻译，拿字数的多寡来说，能够超过了我的翻译家， 

我不相信有好几个。拿着半句话便说我在反对翻译， 

或创造社的人反对翻译，这种婆婆妈妈的逻辑，怕是 

我们中国文人的特产。 ” [8](207) 他之所以抛出这一比喻， 

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翻译太受宠了， 应该“稍加遏抑” 

以便让创作这一“处女”有更多的出头露面的机会。 

郭沫若主张我们应努力学习西方国家，但他坚决反对 

“全盘西化” ， 学习西方国家应 “去粗取精， 去伪存真， 

推陈出新” ，同时我们应多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书来， 

或且说： 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。 ”郭沫若还意在讽刺 

那些对原作者及读者概不负责任的译士。因为当时我 

国的翻译界怪象丛生，出现诸多歪译、乱译、死译及 

抢译等现象，许多译品“虽译犹不译也” 。 

由此看来，鲁迅和茅盾等文人部分地误解了郭沫 

若的“媒婆”与“处女”这一比喻，而他们的批评在 

当时也确实起了匡正的作用。但郭沫若此说也有自己 

的用意，他曾说： “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， 

或诱发人创造冲动，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，而 

我国对于翻译事业未免也太看中了。因之诱起青年许 

多投机的心理，不想借以出名，便想借以牟利，连翻 

译自身消极的价值也好象不遑顾及了。 ” [7](329) 因此， 

就郭沫若的译文及其在翻译实践中取得的成就而言， 

他与鲁迅、茅盾等人同样看重翻译。其译作之丰，可 

与鲁迅比美。在借他山之石，以磨砺中国革命和中国 

文学之错方面，鲁迅、郭沫若和茅盾等文人的认识和 

实践大抵相同。因此，他们指责郭沫若“崇创作，恶 

翻译”和“鄙薄翻译” ，多少带有意气用事的成分。 

四、简要的评论 

自有翻译以来，翻译“论战”时有发生，且翻译 

史上一些“笔墨官司”永难了结。20 世纪 30 年代鲁 

迅与赵景深的“信”与“顺”的论争影响也较深远。 

当时赵景深提出“宁错而务顺，毋拗而仅信”的翻译 

观， 他讽刺鲁迅的翻译道： “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； 

换一句话说，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，译的错 

不错是第二个问题，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。倘若译 

得一点也不错，而文字格里格达，吉里吉八，拖拖拉 

拉一长串， 要折断别人的嗓子， 其害处当甚于误译…… 

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，我以为其次序应当是达 

信雅。 ” [2](295−296) 

鲁迅以“宁信而不顺”的翻译观进行反驳，强调 

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，一当然力求其易解，一则 

保存着原作的风姿。他说： “但即此几个例子，我们就 

已经决定，译得‘信而不顺’的至多不过看不懂，想 

一想也许能懂，译得‘顺而不信’的却令人迷误，怎 

样想也不会懂，如果好象已经懂得，那么你正是入了 

迷途了。 ” [2](296) 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翻译方面的争鸣与旧时代 

的文人不一样，大家都是抱有勇于探索的精神。虽说 

也流派林立，但并非水火不相容。因此，对待翻译史 

上的论争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。造成郭沫若和 

其他文人翻译论争情况比较复杂，笔者认为主要有如 

下几点。 
(1)“五四”时期，我国文坛派别林立，各派文人 

的文学主张呈现出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的局面。 

无论是鲁迅还是以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， “都从‘改 

良思想’‘解决问题’ 、注重‘读者所受的影响’的角 

度出发，有意识地选择‘为人生’‘有用于人生’的文 

学，重点介绍‘被损害民族的文学’和俄国、苏联文 

学。沈雁冰在《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努力》中明确 

表明了自己在文学价值选择中的‘偏爱’特点：排斥 

‘纯为艺术的艺术’ 。创造社对‘现代精神’的理解和 

文学研究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别，他们“更注重‘个性 

的文学’ ，注重世界文学史上那些‘永不磨灭的太阳’ 

的巨著。 这使得他们对于翻译文学的审美趣味和鲁迅、 

文学研究会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取向‘相反驳’” 。 [11](60) 

由于文学主张不同，在翻译方面发生争执在所难免。 

就翻译来说，他们在翻译的选材、翻译标准、翻译的 

动机与目的以及翻译方法与技巧等都具有明显不同的 

特征。创造社的几位成员，以郭沫若为主将，包括郁 

达夫、成仿吾、张资平和郑伯奇等都是深受西方浪漫 

主义文学影响的留日学生。因而他们的翻译活动从一 

开始就与文学研究会等国内文学团体有着明显不同的 

特征。

创造社的成立，被人们视为“异军突起” 。主要是 

因为其成员当时都身居海外，不曾参加过新青年时期 

的文学革命活动，因而对当时国内文坛的实情缺乏了 

解。创造社成员从一成立开始，便打着“创造”的旗 

号，为建设新文学而清算新文学阵营内的投机分之和 

投机的粗制滥造、粗翻滥译。其主观动机良好，但方 

法欠妥。他们往往意气用事、责人过严、用语夸张， 

甚至还流于刻薄的漫骂。这势必引起与其他文学团体 

同仁的矛盾。 
(2)  创造社同仁在国外倍受压抑，因而都具强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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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反抗精神。他们一登上文坛，便在新文学阵容内横 

冲直撞，四面出击。仔细分析，其微妙的心理隐约可 

见。1917年底，郭沫若曾想把自己的译著卖给商务印 

书馆遭到拒绝；1918年底，郭沫若把自己的第一篇小 

说《骷髅》投寄给商务印书馆的《东方杂志》，又被拒 

绝，其他成员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。他们满腔热情地 

去创作，去翻译，而又苦于无人赏识，所创作和翻译 

的作品累遭退稿。因而觉得国内出版界“黑暗得很” ， 

学界名人“垄断文坛” 。可推，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仁当 

时都是无名小卒，很想在我国文坛争得一席之地，因 

而从一开始就准备了和当时阵势庞大的 “文学研究会” 

挑战。在创作方面他们很难去指责文学研究会同仁， 

因而便从自己拿手的翻译方面打开缺口。当时，新文 

化运动刚刚兴起，诸多译者缺乏经验，翻译市场比较 

混乱，翻译错误比较严重，正当的译评很有必要，但 

他们言辞过激，甚至夹杂诋毁和漫骂的语气，这势必 

会挑起“论战” 。因此某些译评表面看是翻译“论战” ， 

其实是创造社同仁借翻译“论战”之名而向“文学研 

究会” 等文学团体发起的进攻。 郭沫若也承认道： “‘文 

学研究会’的几位作家，如鲁迅、冰心、落花生、叶 

圣陶、王统照，似乎也不见得是一个葫芦里面的 

药。……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，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 

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，更具体 

地说，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。 ” [3](127) 又说： “文学 

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，所谓人生派 

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。 ” [3](90) 

(3)  我国旧式文人相轻作祟。由于各路文人的文 

学宗旨不一，所以各自为政而又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 

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澄清一些误会。如鲁迅与郭沫若终 

生未能谋面，但“唇枪舌战”时有发生。 旧式文人对 

持不同观点的言论反应特别敏感。有的对异见者偏偏 

反其道而行之，并成为一桩乐事。在翻译领域，如果 

你说“宁信而不顺” ，我偏要说“宁顺而不信” 。你说 

“直译” ，我偏认为是“硬译、死译” ，你讲“意译” ， 

我偏想到了 “歪译、 乱译” 。 翻译理论存在着诸多的 “二 

元对立”的命题，如“文”与“质” 、 “直译”与“意 

译” 、 “神似”与“形似” 、 “归化”与“异化”等不一 

而足。如果双方发生争论，站在某个角度来看，他们 

各自的观点各有其道理，并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来 

驳倒对方。 而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作出全面的分析， 

各自的观点未免又偏于主观。 如鲁迅的“宁信而不顺” 

一说，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匡正的作用。但如果把它作 

为翻译理论来看，也会引起歧义而带来负面影响。 
(4) 郭沫若的气质，从生理上来分析，属多血质。 

他具有兴趣广泛、敏锐机智、活跃豪爽和想象力丰富 

等特点。他能在众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跟他的气质很 

有关系。从心理因素来看，他从小就有反抗和叛逆精 

神，因而独创能力较强。同时又具有较强的亲和力， 

能与志同道合者配合密切； 他又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， 

遇刺激容易冲动。他说过： “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 

人……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 

强……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……我回顾我所走过的 

半生行路，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。 ”“我 

在一有冲动的时候，就好像一匹奔马，我在冲动窒息 

了的时候，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。 ” [12](225−226) 受了西 

方文化的影响，他又具有“自我张扬”等特征。这些 

特征对他作为诗人、剧作家和翻译家来说，未尝不是 

好事情。而在各种论战中，他有点意气用事，责人过 

严，用语夸张和刻薄尖酸的特点。若仔细分析他的气 

质禀赋和性格特点，加上前述一些心理方面的因素， 

就不足为怪了。当然，这里主要就翻译论战时期的郭 

氏性格特点作一简述。随年龄的增大，世界观的改变 

及社会实践的锻炼，他各个时期的性格特点也会有所 

变化。

基于此，有学者将郭沫若在 20 世纪 20 年代前期 

的译论文章分为两大类： “一类是批评攻击型的，一类 

是理论建设型的。 ” [2](263) 郭沫若“批评攻击型”的译 

论，只有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，才能够梳理得较为清 

楚。尽管如此，这种种论争的积极因素是不可否认的。 

正是由于翻译界的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，将当时的翻 

译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。不仅译介了大量的西方 

文艺和科学著作，制止了滥译、乱译等不良现象，而 

且造就了鲁迅、郭沫若和茅盾等翻译巨匠。以他们为 

首团结着一大批翻译工作者。翻译理论也得到了健康 

的发展。特别是“创造社”成立第一天起，以郭沫若 

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就敢于向胡适、鲁迅和茅盾等著名 

文人挑战，这确实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翻译史上的壮 

举。因为这需要胆量与智慧，正是因为敢于进行这样 

的挑战才促进了“创造社”这支队伍的不断壮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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